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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右侧一人恭立，两人跪拜，后又有一持物站立者及一蹲踞戏神兽者。左侧为一力士拉拽神兽之尾。东西两

面亦皆有戏兽者。枋木呈放射状均匀分布，重檐上瓦当纹样清晰。脊顶正中为一嘴衔组绶的雄鹰，它背对着北部

１８０余米以外的高颐墓，呈南向蹲踞状。①

通过对同期大量相类图像及彼时信仰之对照考察，我们可合理释读高颐阙上所刻图像的原境、结构及义涵。

高规格的车马出行一方面当然用以彰显和褒奖 “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之德行、

荣耀，同时也是对高君升仙之路的象征性描绘。斗拱层的高祖醉酒斩蛇图及张良椎秦皇图，则是对 “汉家”受

命之主及佐汉的帝王师、良辅，以及以此为核心的 “受命建家”故事，所进行的永久纪念性展示，以之高扬神

圣 “汉家”，并寓意墓主归命汉家。阙顶正脊中央所刻雄鹰口衔组绶的形象，一方面应是以西汉凤阙楼顶所立凤

鸟为祖型的再创造，事实上 “绶带鸟”图像也是广泛见诸汉唐欧亚大陆地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②；另一方面，

鉴于组、绶乃是汉代权力地位的集中体现以及官阶高下的可视化标志③，故此阙顶的 “鹰衔组绶”形象也可视为

一种呼应阙身所刻汉家天命故事，并进一步彰显神圣皇权的 “权力符号”。九尾狐、三足乌以及二雀采灵药图是

对 “汉家”的另一面———神仙之维，予以凝练刻画，借此暗示墓主将获见王母，得不死灵药而陟升仙堂。④ 而东

西面的伯牙陈琴与季札挂剑正好表现的是伯牙、子期、季札为代表的高士成为陪伴墓主所往的 “仙友”。⑤ 斜出

层以仙人启门、周公辅成王为中心的图像，则展现了升仙之路的最后关口———天门，以及仙堂里的神仙生活

（包括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得实现的太平世及仙人、仙兽等）。据此，高颐阙图像之整体内涵当与上揭 “偃师邢渠

孝父画像石”接近，喻示功德圆满的高君死后将进入 “汉家”圣地 （《高颐碑》言 “穆穆我君……宜享汉

辅”），最终得见王母、饮食仙药、跨越天门、陟升仙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的巴蜀汉阙中尚有其他的 “带剑侧卧图”，如绵阳杨氏阙，实亦为高祖醉酒斩蛇

图。⑥ 通观全国不同区域之汉画资料，可知此类高祖受命与汉辅张良图像实为该区域之特色创造。此间缘由，在

于前揭巴蜀所居夷夏文化交流锋面的边境区位，以及由此生发的 “道化四夷”之文化心态所使然也。即，越是

临近汉家权力末梢的边郡或华夷文化之攻防、伸缩地带，当地官民越将承受更重的 “宣示汉德”之文化责任。

于是，文化中心地带因早已植入人心而勿用宣示的 “汉家故事”，便在此等边关地区再次得以强调和重申，并被

进一步凿刻至具有永久纪念属性的墓阙之上，立于 “文化走廊”，供各类人群观览瞻仰，实现无言的宣教及王

化。另一方面，如 《潜夫论·实边》所载：“小民谨劣，不能自达阙廷。”⑦ 《后汉书·板蛮夷列传》直言：

“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⑧ 结合前揭汉阙之神圣寓意，可以推见：在巴蜀等位近

蛮夷的边郡地带，立于当地的巍巍汉阙或可令此间的人们联想到那神圣却悠远不能自达的汉家阙廷，甚或正好以

此代之，由是将遥不可及的阙廷所指代的汉家圣域拓展至眼前⑨，从此进入华夏的门阙便不再遥远。而此类造作

亦明确见诸史载，如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益州刺史朱辅 “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是时郡尉

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鐀之，夷人益畏惮焉”。瑏瑠 “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乃笼统而言，非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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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特别注意，细察位于雅安汉阙博物馆现场的高颐阙，可发现其正脊雄鹰被安放为北向。然而搜检晚清民国以来诸多历史记载及相关手

绘、影像资料，可知从谢阁兰 （Ｖｉｃｔｏｒ Ｓｅｇａｌｅｎ）到刘敦桢、梁思成等，其所见所摄所绘之鹰皆为南向。结合汉代诸多门阙图式，推测高
颐阙在恢复重建时因失察而致正脊方向反转。

陈安琪：《汉唐绶带鸟图像源流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３年。
相关讨论可参见邢义田：《从制度的 “可视性”谈汉代的印绶和靋囊》，此据阎步克等著：《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第 ４４ １０６页。
对西王母及不死药的讨论参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 ３８２ ４２１页。
姜生认为汉代墓、祠中不同时期人物济济一堂的画面，反映了汉人以往昔圣贤为仙，通过道德检核之人死后可以与圣贤为友，相伴或同

列于仙界的信仰。参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 １０ １１、２１６页等。
徐文彬等：《四川汉代石阙》，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７４页。更多讨论参见姜生：《汉始皇帝考———天子君权与天师教权之源》，
《文史哲》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 ５ 《实边》，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２８２页。
《后汉书》卷 ８６ 《板蛮夷列传》。
以阙为汉家或代汉者之象征的思想观念，比较典型地反映在风行于两汉之际及汉末的 “代汉者当涂高”图谶中。两汉之际，刘秀曾以此

则谶言质问公孙述 “君岂高之身邪？”。而在曹魏代汉的背景下，该条谶言又被解释为：“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

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后汉书》卷 １３ 《公孙述传》；《三国志》卷 ２ 《文帝纪》，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７１年）。由是可见汉阙的重要政治象征意义及其对时人记忆的深远影响。
《后汉书》卷 ８６ 《西南夷列传》。



造我区夏：汉阙与汉家空间的神圣化制作

指。“眩鐀”“畏惮”云云，则显示此法实具成效。复案，崔豹 《古今注》曰：“阙，观也……其上皆丹垩，其下

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① “昭示四方”亦表明阙本具展示功能：既昭之于汉家臣民，亦示之

于四夷，由此威服天下。

门阙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神秘意味为广阔范围的人们所识解，并在边地得到更强烈回应，此在 《晋书》追叙

汉魏时期一河西史事时亦有所体现。《晋书·张轨传》载：“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

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

至是，张氏遂霸河西。”② 可见，远在敦煌的侯瑾亦深谙双阙之象征和神秘意味，故得附以数术，借双阙之象预

言王图霸业将兴，而历史也果如其言，双阙在遥远的边地拔地而起 （恰如 “当涂高”之意），成为与汉家东门对

峙的雄奇物象，张氏后亦称霸河西。

应予指出者，受限于生产力水平③及客观自然条件 （石材获取不易），汉阙等意识形态装置或曰被附以意识

形态内涵的汉家景观，虽无法依照原样在边地大量铺展开，却可变相移用之。包括将天然景观从形貌上予以比

附，并加指认、命名。如前揭 “伊阙”及晋室丞相王导指认牛头山为 “天阙”之记载，据此可知该传统应有一

定连续性。与之相类的做法还包括在边境之山举行告天仪式 （如霍去病 “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

海”④ ），此乃从思想、信仰层面对汉家国土空间予以神化和宣示。或径直将充满 “宣汉”之音的汉字凿刻于边

境山石上，如近年发现的 《封燕然山铭》，其中有言：“恢拓畺$ ，震大汉之天声……?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
其辞曰：铄王师，征荒裔。約匈虐，钆海外。其□，亘地界。封神丘，建陆萭。熙帝载，振万世。”⑤ “亘地

界”“建陆萭”透露出封神丘、刊石昭铭之行应内含以山为阙的动机，抑或当时还有与之配套的物质制作，唯今

无存罢了。要言之，在本不具备造作 “巨阙”条件的边远地区，当地官民却依然 “顽固”地创造出不同形式的

阙门，这一行为本身即可映现出 “阙”在人们心里的重要意义。

图 ５　 甘肃省瓜州县锁阳镇东南戈壁滩上的踏实一号大墓墓阙

造立于广漠西北边地上的大量土质阙，可谓是对中土阙制的典型移用。如研究者指出，由于西北地区气候

炎热，雨量小，植被少，故多大漠戈壁，而甚缺石、木等常规建材。与此风土相适应，当地从很早时候起便形成

了充分利用荒漠中的黏土 （黄土层深厚），结合胡杨、红柳枝、芦苇、芨芨草等植物，加以人工夯筑垒砌的建筑

构筑形式。于是，在展示、分享汉阙所象征之威仪与荣光的文化意识推动下，便合理导向了以当地风土和建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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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豹：《古今注》卷上 《都邑》，焦杰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６页。
《晋书》卷 ８６ 《张轨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水经注·水》载：“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 １４１５页）可见筑造
大型阙观对生产力水平确有较高要求。

《史记》卷 １１１ 《卫将军骠骑列传》。
铭文释读并参见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７４页；张驰：《〈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缀考》，《西泠艺丛》
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６

统衔接中原阙制的发展道路，形成土质阙这类独特的物质制作。① 尽管在此之前已有类似的土质阙，但汉晋时期

的营造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新高度。比如在经考古探明的汉晋时期的祁家湾公共墓群，以及作为汉代戍边将士集

体墓葬区的南湖墓群，便发现了十余处历经时光侵蚀却依旧雄壮夺目的土质阙残迹 （足令将士魂归圣域）；而以

肩水金关为代表的关塞阙 （已毁）②，更是作为边塞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出其神圣地标的意涵和功

用。这些巍然屹立的大型土质阙，在广袤的黄土沙海上不失汉家威仪 （图 ５），所以自也能于多元文化碰撞的西
部边关、边地地区形成一种携带汉家王权印记和 “天门”信仰内核的 “神圣凝视”，继而达成更广层面的神圣空

间和神圣之 “家”之标定。

综之，西南、西北等边郡地带虽是距离汉家中枢更远的神经末梢或文化外沿，但由于其处于不同文化的接

触带，客观上具有展示汉家威仪和优势文化的 “文明视窗”性质，担负着宣示教化、招徕远人的神圣使命，所

以汉家的相关元素往往被凝练、移用于此。边吏边民布设的以汉阙为典型代表的各类文化装置，不仅从大地景观

视差角度对胡汉世界予以物理性的标定和分割，而且还从宇宙观层面对本于自然的胡汉差异予以自我中心式的话

语陈述与秩序凝固。这些物质、精神层面的述与作，既带有向外展示的主观、自觉意识③，也具有神学符号属性，

因而它们在化身为一道道象征汉家威仪的政治—文化景观以此缘饰荒凉边地的同时，也连缀为一条圈定、镇护汉

家神圣国土并进一步维护汉家民众心灵秩序的信仰长城，由此对汉家及其周边文明都带去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三、结论：汉阙神圣化与汉家空间认同

以上，我们着力探讨了汉代 “天下一家”意识形态在物质制作层面的反映，也就是细致发掘了作为汉家物

象的门阙的多重意涵与文化功用。至此可明晰：汉阙既具有上应天宿、象征 “天门”，由此塑造阙内神圣空间、

展示皇家威仪的政治文化功用，又能够客观上营造 “天下一家”的视觉文化，借此影响人们对 “汉家”的空间

感知和国家认同，同时它还象征着通往西王母世界或天界的神圣入口，而成为搭建人们信仰世界的重要构件。所

以，汉阙兼具政治和信仰的双重神圣性，故可谓王权与神权的共同载体。而此种结合得以形成的根源则在于，汉

代神学宇宙观影响下政治与信仰的交互影响及话语共构———两者共用的 “天门”话语和物象即其典型例证。那

么，此般神圣化的汉阙对 “汉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在先秦秦汉时期空间认同建构方式的演进脉络中，

对此予以总结。

由于人群必须生活在土地上且必然立足于特定空间展开活动，因而对土地的崇拜和对空间的界定曾普遍存

在于早期人类的观念与历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文明与土地之联系更密切，相关思维方式与信仰实践亦更突

出。宗周时代围绕社稷祭祀所形成的相关政制与信仰实践，即典型体现了早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神圣国土观念。

据经典所述，凡建邦国，须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同时 “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

沟封之，设其社稷之闦而树之田主”。④ 又 《白虎通义·社稷》引 《春秋传》云：“天子有大社也，东方青色，南

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为封社明土。”⑤

周天子居天下之中，国都社坛上的覆土分别来自四方诸侯国之纳贡，以此表明他们对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认可；作为祭司王的周天子则有义务于大社为天下万民祈请 （“为天下报功”），同时为四方诸侯 “授民授疆

土”，谓之分茅列土。是可知社 （稷）对于国都进而天下王土的重要意义，如 《礼记·郊特牲》云：“社，所以

神地之道也”。⑥

尽管社稷祭祀可在封邦建国的宗周时代，依托血缘、地缘、族群关系，一定程度上发挥维系周天子之天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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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期：《西北土质阙考察》，《新疆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根据考古勘测，关城的主体建筑关门是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中间为门道，门道上曾有桥或门楼等建筑，楼橹外两侧向北筑

的关墙皆为土坯，到达 “阙柱”后便分别折向东、西。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１９７８年
第 １期。
在与 “四夷”的文化交流中，作为文化高地的汉文化的确形成了某种威仪展示及文化威慑策略，其中就包括依凭内蕴文化主体性的物质

景观实现对他者的展示和凝视，如 《汉书·西域传上》所载 “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云云，便保存着此类历史信息。

《周礼注疏》卷 １０，此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７０４、７０２页。
陈立疏证，吴则虞注解：《白虎通疏证》卷 ３ 《社稷》，第 ９１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４９页。相关讨论参见沙畹：《古代中国社神》，卢梦雅译，《国际汉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魏建震：《先秦社
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造我区夏：汉阙与汉家空间的神圣化制作

主地位以及凝聚国土认同之功效，但此种高度依赖伦理共识的礼乐秩序显然有其适宜的文化生态与向外延展的极

限，很难在大一统的秦汉社会深入和持久下去。事实上，社祭在两汉也的确呈现出私属化、娱乐化的趋势，而社

神的地位亦不复往日。① 周秦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汉家框定出一条既保留 “家”的名义又不舍弃一君万民的建

制，由此兼顾 “家”之私爱与 “天下”之公义的融通之路，是即 “汉家”———汉代的 “天下一家”。不过，此

时的 “天下一家”迥异于宗周时的格局，乃天子一人所主并领有四海的天下人之 “家”。于是，如何弥合万千私

家间的缝隙以使之融合一体，同时探寻有别于社稷祭祀的 “神地之道”，以增强天下人对 “汉家”的认同，最终

使其内化到人们思想观念深处而以共同的汉家子民自识，由此真正意义上完成天下一 “家”的创制，便成为汉

家统治阶层戮力求索的问题。

天下一 “家”在经验世界自然不可能实现，但现实逻辑无法推进、抵达的地方，象征思维与宗教想象却可

展翅飞翔。如前所证，在为人习知的帝父、后母、民子等相关话语陈述外，“汉家”还存在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物

质制作及视觉形象架设。门阙所在即家之所在。汉阙不仅在现实政治文化中被比附为天庭圣域之门而呈现出神秘

化趋向，而且它还明确渗入当时的信仰体系中，成为升仙升天的 “天门”。且汉阙于现实与想象两重维度还存在

交错互鉴，由此成为承载人们生之富贵繁昌与死之毕天不朽两方面欲求的神圣媒介。可以说，信仰世界的汉阙既

是现实生活世界中汉阙文化意涵的合理伸展与逻辑延续，同时又对现实世界的汉阙物象予以反向充盈，为之加注

神性，由此极大扩充了汉阙的总体内涵与人们的想象空间，并在带给不同个体神圣观感和体验的同时，进一步形

塑集体视觉印象及社会公共记忆，从而使汉阙化身为广袤国土上标定神圣之 “家”的符号，成为汉家门庭乃至

汉家本身的象征。另外，出于 “宣示汉德”的文化责任与自觉，门阙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神秘意味还在汉家边地

得到更强烈的回应。西南地区所见汉代实物石阙及阙门画像，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独特。在这些器物、图像

上，不少深入人心、毋庸宣示的 “汉家故事”得以强调和重申。立于西北广漠边地上的诸多大型土质阙，亦是

基于汉阙的神圣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而于当地自然条件下生成的变相制作。

据上所论，汉阙不仅是被打上独特印记的风物景观，亦是神化国土、眩鐀四夷、王化天下的复杂文化体。此

类大地上的物质制作，虽不一定具有预期的主观性，却在客观上发挥着点缀大地的实际效用，由此形成了汉家美

学特质的大地景观。同时，这些融摄或明或暗话语陈述、政治蕴意及信仰内涵的汉阙，还往往被置放于 “死生亦

大”的神圣场域，作为 “见证者”深度参与人们 “意义之网”的编制。于是借助此般方式，家国天下和神圣国

土便与 “汉家”子民的个体生命史发生密切链接，并在个人记忆中烙下深刻印痕，最终自当达成神圣国土观日

常宣教之目的，促成时人神圣之 “家”观感、观念的形成。易言之，这些制作兼具物质属性与文本属性②，乃物

象与意象的统一体；它们不仅是造立于汉家国土上的普通风物，也是被理解和接受为汉代天下一 “家”的象征

性符号，故可视作颇富神性的汉家景观。当然，被其标定的国土和空间亦自具神性，由是成为圣王所主的天下

“神州”。③

综之，汉家的神圣国土观不仅体现在诸多文本叙述与话语表达上，也弥散于一系列物质制作及政治实践中：

一方面，汉家的统治者与知识群体通过将本属自然的地表景观差异 （即 “天之所以限胡汉”的地理分界），予以

自我中心式的解释和表述，从而将其转变为颇具高下优劣之分的文化差异，继之凝结为一套根深蒂固的 “华—

夷”符号系统与价值秩序 （即 “天地所以绝外内”的本质区别）④，汉家国土的神圣属性便在此种话语陈述及价

３６１

①

②

③

④

宁可：《汉代的社》，此据 《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４５８ ４６９页；马新：《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
《文史哲》１９９８年第 ５期。
“物质属性”与 “文本属性”的提法同样受启于学界既有研究。参见 《唐研究》第 ２３卷 “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须注意，战国末期邹衍曾提出 “大九州”之说，称中国名赤县神州，其内有大禹所序之九州，其外又有类此州者八，共谓九州。此说脱

逸王朝地理之传统经验，而在 “天地之际”的宏大尺度上推演神圣地理，由此对经典的天下学说及中国中心论构成挑战。然而验诸历史

可知，此说虽在 《淮南子》、谶纬等文献中得到小范围传承，但显未触动主流的王朝地理学说及人们的天下观念，唯 “神州”之名广为

人识用，借以指代神圣化的中国，是亦拙稿所用 “神州”之意。有关邹衍大九州与 《禹贡》九州的区别及其在汉代的接受、影响问题，

请参见Ｍａ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牞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牞 ＮＹ牶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牞 ｐｐ ２４９－２６０。相关讨论亦参见段志
强：《经学、政治与堪舆：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此方面学界研究颇丰，近年的新进展可参见胡鸿：《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文史》２０１４
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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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秩序中得以张大；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知识群体以及社会大众有意无意的推助下，汉家通过汉阙这般形式的

物质制作，在其广阔的国土范围内，人为地装点上深具华夏内蕴与信仰属性的神州物象，并对国土上标志性的山

岳、河渎、① 边关等大地景观予以神圣化的意义赋予、物质制作及秩序再造，复将 “汉家故事”等相关要素凿刻

其上、宣之于民，汉家神圣国土观遂得深入人心。汉家对国土神圣化的系列表述与制作，乃是对周秦社稷祭祀及

相关信仰秩序的统合与超越，借此有力推动了作为 “大一统”空间载体的禹域神州之形成。

将 “汉家”描述和塑造为禹域神州②，乃汉家君臣、儒生、方士、万民共同完成的伟业。基于先秦时期肇端

的 “中国中心论”“天下”观念及 “九州”学说，在 “王权神化”理论之现实需求刺激下，汉儒发其端、方士

接其力，继而经过不同思想学说与方术信仰之往来互动，以及较长时期的边疆实践，终成其事。至此，从 “天子

之居”的 “神都”③ 到普天之下的 “王土”和圣人经纬的 “神州”，“汉家”正是经过这一系列神圣化的叙述与

制作，方才被锻造为颇具宗教性格的受命 “神器”，完成了化世俗私家为神圣公家的超越，但也由此奠定了中国

历史上长期持续的 “天朝”“上国”心态的信仰根基。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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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

①

②

③

对先秦秦汉时期 “五岳四渎”系统形成过程的讨论参见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 〈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

察》，《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５期；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四章 《定山川之位：东周秦汉山川祭祀的演进》，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
若 “禹域神州”之名所示，《禹贡》九州说亦曾对汉家神圣国土观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 （然而该问题非本文焦点，且研究者众，故此不

赘）。比如汉代九州区划之变迁即与禹域、禹迹之说呈现内在相关性：统治者之所以执着于 “九州”，正因 “九州”象征上古圣王开创的

神圣疆土，所以通过对界定区夏的圣王之迹予以复刻，能够加强天子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进而有望在此间完成绍圣之业，重现太平国家。

有关梳理和讨论参见方晴：《禹贡图研究———想象、绘制与阅读》，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王东洋：《“依古典定九州”：汉魏
之际的州郡调整与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史林》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冯渝杰：《汉代长安的神圣化与大众信仰》，《历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